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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高铁开通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 

——基于 DID 与 SDID 的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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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对高铁开通影响生态效率的理论机制进行分析，认为高铁开通将形成一种跨越区域界限的影响，

这一影响可分为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进一步基于 2007—2018 年长江经济带 108 个城市的面板数据，借助

SBM-Undesirable 模型测算出城市生态效率，利用高铁开通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PSM-DID 模

型、空间双重差分模型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的方法评估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研究

发现：高铁开通显著提高了节点城市的生态效率；中介机制分析表明，高铁建设主要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效应和技术

创新效应促进了节点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空间双重差分结果表明，高铁开通不仅改善了节点城市的生态效率，而

且显著促进了周边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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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自 2008 年京津城际铁路开通以来，我国陆续开通了多条高速铁路，截至 2019 年底，中国高铁运营里程突破 3.5 万公里，

约占全球高铁网的七成，是世界上唯一高铁成网运行的国家。高铁的开通压缩了城市之间的时空距离，促进了生产要素的跨区

域流动，对于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资源投入和污染物排放的增加，以长江经济带为例，长江

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增长极，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资源和环境也面临着压力，资源约束趋紧，酸雨雾霾等环境问题

频发。2014年国家发改委印发《关于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的指导意见》，指出要把长江经济带打造成为生态文明示范带，

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 2016 年、2018 年先后指出，长江沿线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2020 年党的第十九届五中全会强

调“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推进美丽中国建设”。那么中国如火如荼的高铁建设是否促

进了沿线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是否产生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重政策福利？未开通高铁的地区是否会受到开通地区溢出效

应的影响？对上述问题的解答有利于更加深入地认识高铁开通对地方经济和生态的综合影响。 

有关高铁开通效应的研究非常丰富，主要集中在高铁开通对城市交通可达性（李金锴和钟昌标，2020；叶德珠等，2020)[1-2]、

经济增长（刘勇岩和李政，2018；唐可月，2020)
[3-4]

、产业结构（邓慧慧等，2020；黎绍凯等，2020)
[5-6]

、科技创新（卞元超等，

2019；杨思莹和李政，2020)[7-8]、出口贸易（张梦婷等，2020；高云虹等，2020)[9-10]、污染排放（杨思莹和路京京，2020；李建

明和罗能生）[11-12]、地区平衡发展（何天祥和黄琳雅，2020)[13]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俞峰等，2020)[14]等关系的研究，其中与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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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密切相关的是高铁开通对区域经济增长与污染减排的研究。学术界普遍认为高铁开通提高了城市之间的交通可达性，压缩

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强化了知识与技术溢出，带动了城市要素集聚，促进了经济增长（刘勇政和李岩，2018；唐可月，2020)[3-4]。

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研究了高铁开通对经济增长异质性影响，例如，宗刚和张雪薇（2020）利用 2005—2018年中国 286个地

级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高铁开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高铁对东部地区城市、大城

市、沿海城市、非资源型城市、省会城市、高等级创新能力城市和高等级教育水平城市的促进作用尤为显著[15]。唐可月（2020）

以哈大高铁和郑西高铁为例，采用倍差法分析高铁对站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郑西高铁显著促进了站点城市的经

济增长，纵线哈大高铁对经济增长作用不明显，高铁作用存在异质性[4]。任晓红等（2020）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高铁开通对县

级和地级中小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无论从短期还是从长期看，开通高铁对县级中小城市人均 GDP 增长率影响并不

显著，但从长期看其对地级中小城市却表现出显著为正的作用[16]。一些学者从空间视角下要素流动的角度探讨了高铁开通的经

济增长效应，认为高铁开通加剧了中心城市的“虹吸效应”或“溢出效应”，对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的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同的

影响，例如，颜银根等（2020）从边缘地区是否拥有地区特定要素着手，构建空间一般均衡模型，采用双重差分法对高铁开通

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加剧了地区特定要素贫瘠的边缘地区的衰落，同时也可能会促进地区特

定要素丰裕的边缘地区的崛起[17]。林善浪等（2020）利用全国县（区）、市、旗层面的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方法实

证发现，高铁开通对站点城市经济的促进作用主要来源于对周边地区的“负邻近效应”，测算出的作用半径为距离站点 30～110

千米以内的地区
[18]

。黄振宇和吴立春（2020）以京沪高铁作为研究对象，基于空间经济学理论分析了京沪高铁对其沿线区域经

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京沪高铁对沿线城市发展同时具有虹吸效应和溢出效应，虹吸效应促进了高铁沿线城市经济和第三

产业的极化发展，溢出效应则表现为沿线一线城市第二产业向沿线其他城市的溢出[19]。 

有关高铁开通的污染减排效应的研究普遍认为高铁开通具有积极的污染减排效应，例如，杨思莹和路京京（2020）运用双

重差分模型、中介效应模型等方法，实证分析了高铁开通的减排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能够有效抑制城市污

染物排放量，高铁开通能够有效促进城市科技创新，进而抑制二氧化硫排放量
[11]

。李建明和罗能生（2020）将连续双重差分和

空间计量回归模型相结合，实证检验高铁开通如何影响雾霾污染水平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开通高铁可以显著降低城

市雾霾污染水平，且表现出规模收益递增的特征，高铁开通通过对公路客运量进行替代和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实现了雾霾减缓效

应[12]。范小敏和徐盈之（2020）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考察了高铁开通对工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高铁开通的收

入效应和集聚效应总体上有利于降低工业污染排放强度，高铁开通的污染减排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中西部地区和泛珠三角地

区的污染减排效应更为显著[20]。 

基于对以往文献梳理，本文边际贡献大致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大多有关区域一体化的研究仅集中于经济发展或环

境污染的某一方面，统筹经济环境双重影响的文献较少，本文选用了生态效率这一指标，更能体现高铁开通对经济发展、污染

减排的综合影响；第二，已有的文献均研究了高铁开通对沿线站点城市的直接影响，并未考虑空间视角下高铁开通对沿线城市

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本文拟从本地和空间两个视角分析高铁开通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第三，本文证实了高铁开通对于城

市生态效率具备双重影响，也为高铁网络的进一步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生态效率的影响 

生态效率最早由Schaltegger和Sturm(1990)
[21]
提出，是指某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增加值与资源投入和环境负荷的比值。

一地区生态效率越高表明该地区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出了更多的产值，并产生了较低的环境污染。采用生态效率这一指标可以

综合考量经济增长效应和污染减排效应。高铁开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分为两方面：一方面，高铁的建设直接增加了铁路产业

本身以及相关产业投资的增加，而且一些厂家会选择在节点城市提前增加固定资产和生产性投资，以寻求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潜

在的商品市场，两类投资的增加将通过投资乘数效应直接促进地区收入的增加；另一方面，高铁建成后，提高了区域内城市的

可达性，加速了区域内生产要素的流动，削弱了区域间的贸易壁垒，缓解了市场分割，促进了生产要素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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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了生产要素市场与企业及企业与商品市场的时空距离，推动了要素的优化配置和商品贸易的发展，最终促进区域经济的增长。

有关高铁开通对污染排放的影响：一方面，高铁的开通改变了以往的交通运输结构，对传统的铁路运输和公路运输产生了有效

的替代，与传统的交通运输方式相比，高速铁路具有能耗低、污染小、舒适度高、效率高等优势（李建明和罗能生，2020)
[12]

；

其次，交通替代有效缓解了交通拥堵，降低当地空气污染水平，因此，高铁开通可以通过交通替代产生污染减排效应。另一方

面，高铁开通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了生产要素的集约利用，提高资源和能源利用效率，在促进区域经济规模增加的同时，

实现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效益，推动劳动力蓄水池、知识技术溢出、中间产品共享等正外部性的发挥，对污染减排产生有利的

影响。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1: 

高铁开通同时具备“经济增长效应”和“污染减排效应”，促进了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 

（二）高铁开通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中介机制 

已有的文献证实高铁开通促进了区域内产业结构的升级（邓慧慧等，2020)[5]以及技术创新水平的提升（杨思莹和李政，

2020)[8]，而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是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梁丽娜和于渤，2020)[22]。本文认为高铁开通会通过产

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对沿线城市生态效率产生影响。 

(1）高铁开通促进了节点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促进了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第一，高铁开通弱化了区域之间的贸易壁垒，

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整合了区域内的资源，使生产要素流向了效率更高的行业和地区，促进了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变。

第二，高铁运输本身作为运输服务业，其扩张直接刺激了第三产业的发展，高铁开通强化了地区之间的时空收敛效应，加速了

区域间人员的流动，促进了要素流动性较强的服务业的发展，增加了节点城市服务业集聚程度，大量的旅客涌入旅游资源丰富

的节点城市，促进了餐饮业、旅游业等服务行业的发展，增加了相关行业的就业机会，从而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第三产业

多为低能耗、低排放且经济贡献度较高的绿色行业，产业结构升级对城市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已经成为共识（韩永辉等，2016)[23]，

因此高铁开通可以通过产业结构效应促进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 

(2）高铁开通促进了节点城市的技术进步，促进了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第一，高铁开通提升了城市间的通达性，能够缩

短商务旅行时间，有利于学术交流活动的举行以及知识型人才的跨区域流动，提升了节点城市的人力资本水平，通过人力资本

积累效应形成知识创新，促进城市科技水平的提升；第二，高铁开通降低了城市间的贸易成本，带来了产业集聚，产业的专业

化集聚为企业间的知识技术溢出效应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性环境，有利于技术扩散，降低了单个企业的研发风险，使企业从溢出

效应中获益，促进了科技水平的提升；第三，随着高铁节点城市经济收入的增加，城市将增加财政支出，完善基础设施服务，

将进一步吸引高素质人才以及高端科技行业的进入，从而促进技术水平的提升，形成经济增长与技术进步的良性循环。Grossman

和 Kruger(1991）在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时，强调了技术进步对污染减排的关键作用，认为越先进的技术往往越绿色
[24]。因此，技术进步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提高了各类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降低了环境污染，促进了城市生产效率的提

升。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2: 

高铁开通过产业结构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促进了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 

（三）高铁开通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 

通过以上分析，初步确定高铁开通可以有效提升城市生态效率。那么未开通高铁城市的生态效率是否会受到影响？高铁城

市产生本地效应的同时是否存在溢出效应？对此问题的回答可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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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周边城市产生了“虹吸效应”。高铁开通促进了节点城市服务业集聚，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使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向节点城市集聚，对周边城市产生了“虹吸效应”，不利于周边地区的经济增长，同时节点城市服务业投

资的增加则会挤占工业生产性投资（张明志等，2019)
[25]
，促使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流向周边地区，实现本地区的“去污染化”，

不利于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黄振宇和吴立春（2020）研究发现，京沪高铁通过虹吸效应促进了高铁沿线城市第三产业的极

化发展，溢出效应则表现为沿线一线城市第二产业向沿线其他城市的溢出。因此这种产业结构的动态变化存在于节点城市之间

以及节点城市与非节点城市之间[19]。 

(2）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周边城市产生了“溢出效应”和“同城化效应”。高铁开通促进了市场一体化进程，形成区域内

更大的要素和商品市场，使得各节点城市与非节点城市之间各种要素资源流动更加频繁，强化各地区的专业化生产能力，如此，

由高铁站点向外辐射，产生“同城效应”，促进了区域要素资源的优化配置，从而提升了周边地区的生产率以及资源利用效率，

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其次，根据增长极理论，在一个空间内，由于城市间的创新水平差异，导致经济增长集中在某一中心

极点上，随后会通过各种渠道产生扩散效应（高华荣，2018)[26]。高铁作为一种现代化基础设施，其开通促进了这种扩散效应的

发挥，促进了知识技术在空间内的溢出，有利于节点城市周边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 

综上，本文提出假设 3: 

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周边地区生态效率产生了影响，作用的大小和方向取决于“虹吸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大小。 

三、研究样本、模型及主要变量定义 

（一）研究区域 

长江经济带是指长江沿线九省二市组成的沿江经济带，是以上游的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以及下游的长三角城市群

为主体衔接而成的内河经济带，长江经济带沿线气候、区位、文化等条件较为相似，区域内的经济集聚、产业转移、技术溢出

等经济集聚活动日益频繁，为研究高铁开通的直接效应和溢出效应提供了合适的研究样本。本文的研究样本为 2007—2018年长

江经济带 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根据国家铁路局公布的数据，2007—2018年，本文的研究样本中共有 74个城市开通高铁，占

样本城市总数的 68.5%。图 1显示了截至 2018年长江经济带开通高铁城市的分布。 

 

图 1截至 2018年长江经济带开通高铁城市分布 

（二）研究模型 



 

 5 

测度高铁开通对生态效率影响的政策净效应是本文实证研究关键，本文拟采用在政策评估领域应用较为成熟的双重差分方

法（Difference-in-Difference,DID）进行基准模型设计。基于准自然实验的双重差分方法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内生性问题的

困扰，具体思路是：高铁开通可被视为一个准自然实验，高铁开通仅对于沿线站点城市产生影响，多期 DID模型设定为： 

 

其中：Ecoit为 i 城市在 t 年的生态效率，i=1,2，…，N,t=1,2，…，T;ui为城市固定效应；vt为时间固定效应；Treatedi

为分组虚拟变量，Treatedi=1表示城市开通高铁，Treatedi=0表示城市未开通高铁；Timet为时间虚拟变量，开通高铁的城市在

开通后的年份取 Timet=1，高铁开通前的年份取 Timet=0；系数α即为双重差分结果；Xit为 i城市在 t年的 k维控制变量；γ为

1×k维待估系数；ε为随机误差。将 Treati×Timet 合并为高铁开通虚拟变量 DIDit，并将式（1）写成向量形式： 

 

其中：Eco为 NT×1维被解释变量；u为 NT×1维城市固定效应；DID为 NT×1维高铁开通虚拟变量；LT为 NT×1维政策虚

拟变量；X为 NT×k维控制变量矩阵；γ为 1×k维待估系数；ε为 NT×1维随机误差。 

（三）主要变量定义与数据描述 

本研究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8—2019年）以及各市的年度统计公报，部分缺失数据通过前向或后向插

值法补齐。各主要变量定义如下： 

(1）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生态效率进行测度。传统的 DEA方法 CCR和 BCC计算出的只有“好产

出”的决策单元效率，未考虑“坏产出”，忽略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环境负外部性，并且也未考虑投入产出变量的松弛问题。

Tone(2003)[27]提出的包含非期望产出的 SBM 模型，把松弛变量和非期望产出加入传统 DEA 模型，解决了投入产出松弛的问题并

有效测度了环境效率。本文采用 SBM-Undesirable模型测度长江经济带各市的生态效率，选取的投入产出指标见表 1所列。 

表 1投入产出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指标含义 

资源投入 

资本投入 固定资产投资存量（万元） 

劳动投入 单位从业人员（万人） 

水资源消耗 全年供水总量（万吨） 

能源消耗 标准煤消耗量（万吨） 

土地资源消耗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平方公里） 

非期望产出 

SO2排放量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吨） 

烟尘排放量 工业烟尘排放量（吨） 

废水排放量 工业废水排放量（万吨） 

CO2排放量 二氧化碳排放量（吨） 

期望产出 GDP 年度地区实际生产总值（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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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入端，采用永续盘存法计算固定资产投资存量，为避免因初始存量过低导致效率测算存在误差，将 2002年的固定资产

投资作为初始资本存量；在能源消耗方面，由于城市尺度的能源数据缺失，本研究采用省级能源强度反推城市能源消耗量，首

先采用《中国能源统计年鉴》中给出的 2007—2018年各省份能源消耗总量（万吨标准煤）计算各省份的单位产值能源消耗量，

再根据各市的总产值计算能源消耗总量。在产出方面，关于 CO2排放量的计算，由于能源结构未知，本文采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

会推荐的 0.67吨碳/吨标煤的系数推导 CO2排放系数为 2.457吨/吨标煤，计算各市 CO2排放量。 

(2）核心解释变量。高铁是否开通取决于城市是否设有高铁站，本文考察了长江经济带 2007—2018年的高铁开通情况，发

现先后共有 74 个城市建成高铁站，为高铁节点城市，鉴于每年的 12 月份是高铁密集开通的时间点，因此将下半年开通高铁城

市的虚拟变量滞后一年，视为在下一年开通高铁。 

(3）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以下变量。(1)人口密度（pi），采用年末人口总数与地区总面积比值来表示，表征人口密度对

生态效率的影响；(2)财政支出（gov），采用财政支出与地区生产总值的比值表示，表征财政支出对生态效率产生的影响；(3)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rgdp），表征经济发展对生态效率产生的影响；(4)外商投资（fdi），采用外商直接投资与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表示，验证外商直接投资是否产生污染避难所效应或污染光环效应；(5)环境规制（reg），采用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表示，表

征环境规制对生态效率的影响。 

表 2为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 2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类型 变量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Eco — 0.5764 0.1783 0.2402 1.0000 

核心解释变量 DID — 0.3256 0.4688 0.0000 1.0000 

控制变量 

pi 
万人/ 

平方千米 
0.0489 0.0298 0.0054 0.2306 

gov % 18.3800 8.2750 7.4870 51.7100 

pgdp 万元/人 3.4440 3.1780 0.4152 23.3700 

fdi % 11.2800 10.1100 0.1689 46.0500 

reg % 39.6000 6.6880 17.6700 93.8100 

 

图 2显示了生态效率的时空分异，根据 2007年生态效率的生态效率值，按照自然断点分级法将其分为四个等级。可以看出，

2007 年长三角地区的生态效率最高，长江中游地区次之，长江上游地区最低，沿海城市以及湖南和四川的部分城市生态效率较

高，处在第一等级。2007—2014年生态效率具有普遍下降的趋势，但空间分布格局没有显著变化。到 2018年，长江经济带城市

的生态效普遍达到较高等级，生态效率较高的城市由东部沿海向内陆呈“T”型分布格局，形成了带状结构，这可能与 2014 年

《关于依托黄金水道建设长江经济带的指导意见》的颁布有关，“绿色生态长廊”建设有所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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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时空分异 

四、主要实证结果 

（一）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首先进行基准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为了避免处理组和对照组城市控制变量在高铁开通前存在明显差异，本文进一步采用

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相结合的方法（PSM-DID）对基准模型进行参数估计，PSM 的有效性检验见表 3 所列。可以看出，人口

密度、财政支出、人均 GDP、外商投资在匹配前的 t检验结果均为显著，说明处理组和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采用人口密度、财

政支出、人均 GDP、外商投资、环境规制作为协变量，进行 Logit 回归，得到城市的倾向匹配得分，按照 1∶3 的比例进行近邻

有放回匹配得到对照组。在进行 PSM 操作后，上述变量的 t 检验结果均为不显著，说明 PSM 结果是有效的。在此基础上进一步

进行双重差分估计。基准 DID模型与 PSM-DID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4所列。无论是否控制外生变量，模型（1)-(4）中核心解释

变量 DID的系数均为正且显著，说明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的生态效率产生了正向影响，在加入控制变量后，模型（2）和模型（4）

中高铁开通的效应值为 0.022 左右，在 5%的水平上显著，假设 1 得到了验证。此外，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基本符合预期，财政

支出、人均 GDP、外商投资、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均对城市生态效率产生了有利影响。 

表 3 PSM有效性检验 

变量 样本 
均值 t-test 

处理组 对照组 t p>t 

pi 
Unmatched 0.0049 0.0046 1.84 0.066 

Matched 0.0048 0.0047 0.91 0.366 

gov 
Unmatched 16.6500 18.2580 -3.96 0.000 

Matched 16.6500 16.0650 1.98 0.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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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dp 
Unmatched 3.2741 2.4276 5.60 0.000 

Matched 3.2741 3.1032 1.41 0.159 

fdi 
Unmatched 11.7670 8.5237 5.23 0.000 

Matched 11.7670 11.3430 0.84 0.404 

reg 
Unmatched 39.4480 39.4740 -0.06 0.953 

Matched 39.4480 39.9230 -1.47 0.143 

 

表 4 DID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基准 DID模型 PSM-DID 

（1） （2） （3） （4） 

did 
0.2198*** 

（0.0083） 

0.0439***

（0.0146） 

0.2100*** 

（0.0089） 

0.0417*** 

（0.0147） 

pi  
0.1659

（0.9554） 
 

0.1774

（0.9504） 

gov  
0.0041*** 

（0.0013） 
 

0.0041*** 

（0.0015） 

rgdp  
0.0686*** 

（0.0078） 
 

0.0811*** 

（0.0073） 

fdi  
0.0009** 

（0.0004） 
 

0.0008** 

（0.0004） 

reg  
0.0026*** 

（0.0007） 
 

0.0025*** 

（0.0006） 

_cons 
0.2401*** 

（0.0027） 

-0.1285** 

（0.0548） 

0.2348***

（0.0021） 

-0.1477** 

（0.0522）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296 1296 1090 1090 

R-Square 0.2661 0.6027 0.2893 0.6268 

F 708.3967*** 65.5576*** 552.3379*** 66.1673*** 

 

注：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1）安慰剂检验。为进一步检验基准 DID 模型的回归结果不受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确保本文所得研究结论是由高铁

所引起的，需要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而言，本文在所有 108 个城市中进行了 1000 次抽样，每次抽样随机选出 74 个城市作为

虚拟实验组，其余城市作为对照组进行基准 DID 模型的回归，政策虚拟变量的核密度分布如图 3 所示。绝大多数抽样样本的估

计系数 t值的绝对值都在 2以内，说明高铁开通在这 1000次的随机分配样本中并没有显著效果。因此，实证结论是稳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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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安慰剂检验 

(2）改变 PSM 比例。上文在采用倾向得分匹配与双重差分结合的方法时所采取的配对比例为 1∶3，为了避免配对比例不同

影响实证结果的可能性，重新进行倾向得分匹配，采取与前文同样的协变量进行 Logit回归，根据得分分别按照1∶2、1∶4的

比例进行近邻有放回匹配，随后进行 DID 模型的回归，结果见表 5 所列。可以看出，无论是否控制外生变量，高铁开通效应都

是正且显著的，且数值与基准 DID 模型的回归结果并无差异，说明得分配对比例的大小并不会影响最终的结论，基准模型的实

证结果是稳健的。 

表 5 PSM-DID回归结果 

变量 
PSM(1：2) PSM(1：4) 

(1) (2) (3) (4) 

DID 
0.2100*** 

(0.0089) 

0.0381** 

(0.0149) 

0.2100*** 

(0.0089) 

0.0375** 

(0.0149) 

_cons 
0.2357*** 

(0.0029) 

-0.1630*** 

(0.0565) 

0.2364*** 

(0.0028) 

-0.1521*** 

(0.0565)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142 1142 1172 1172 

R-Square 0.2766 0.6297 0.2712 0.6250 

F 552.4093*** 67.0083*** 552.4217*** 65.9225*** 

 

(3）剔除其他试点政策的干扰。(1)为应对环境污染和气候变暖问题，中国政府分别于 2010 年、2014 年开展了两批低碳试

点城市的建设，在促进了城市碳减排的同时，对低碳城市的绿色全要素增长率也产生了正向的影响（余硕等，2020)
[28]

;(2)在使

用政策工具的同时，中央政府也在寻求以市场化的手段解决环境污染的外部性问题，在 2013年展开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工作，

其中位于长江经济带区域的湖北、上海、重庆被列为试点省市，相关研究发现，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地区的二氧化碳和各类工业

污染物的排放都显著低于非试点地区（李胜兰和林沛娜，2020)[29]，因此该试点政策也会对生态效率产生一定影响。为准确识别

高铁开通对生态效率的影响效应，需要剔除上述两类政策的干扰。借鉴曹清峰（2020)[30]的研究，在式（2）的基础上，估计以

下方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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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DID1为低碳政策虚拟变量矩阵，若城市 i在 t年为开通高铁的城市，则其元素 DID1it=1，否则 DID1it=0；同样，若城

市 i 在 t 年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城市则其元素 DID2it=1，否则 DID2it=0。其他变量同式（2）一致。表 6 报告了回归结果，可以

发现，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依然是显著的。 

表 6剔除试点政策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DID 
0.0443***

（0.0146） 

0.0418***

（0.0149） 

0.0414***

（0.0148） 

DID1 
0.0096* 

（0.0050） 
 

0.0215* 

（0.0115） 

DID2  
0.0314** 

（0.0114） 

0.0433* 

（0.0254） 

_cons 
-0.1324** 

（0.0549） 

-0.1312** 

（0.0546） 

-0.1401** 

（0.0547）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N 1296 1296 1296 

R-Square 0.6034 0.6042 0.6061 

F 57.7134*** 55.3097*** 50.6794*** 

 

五、中介机制检验 

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和假设可知，高铁开通借助产业结构升级和科学技术进步两个渠道促进了节点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

为验证这一假设是否成立，需要进行进一步的验证，在式（2）的基础上构建方程（4）和方程（5): 

 

其中，Mid为中介变量，分别为产业结构（ins）和科技水平（tec），其他变量释义与式（2）相同。其中：产业结构（ins）

采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表示，基于各次产业比重采用余弦法计算得出，具体计算方法参见付凌晖（2010)[31]的研究；关于科技

水平（tec），由于城市专利数量缺失值较多，本文采用科技研发支出占总财政支出的比例来表示，往往科研支出占比越大，城

市创新水平越高。 

参考温忠麟（2004）等[32]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依次检验式（4）中核心解释变量 DID的系数α1和式（5）中介变量 Mid

的系数β，估计结果见表 7所列。当以产业结构升级指数（ins）作为中介变量时，核心解释变量 DID的系数α1和中介变量（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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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数β都为正，且都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高铁开通促进了节点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在此基础上提升了节点城市的生态

效率；当以科技水平（tec）作为中介变量时，DID 的系数 α1为正，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中介变量（ins）的系数为正，在 10%

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高铁开通促进了节点城市技术的进步，在此基础上提升了节点城市的生态效率。假设 2得到了验证。 

表 7中介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 技术进步 

中介变量：ins 生态效率：eco 中介变量：tec 生态效率：eco 

DID 
0.0654***

（0.0167） 

0.0101 

（0.0110） 

0.2386** 

（0.0944） 

0.0427***

（0.0148） 

ins  
0.5167*** 

（0.0463） 
  

tec    
0.0051** 

（0.0025） 

_cons 
6.0251*** 

（0.0724） 

-3.2416*** 

（0.2838） 

1.8072*** 

（0.3782） 

-0.1377** 

（0.055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296 1296 1296 1296 

R-Square 0.4600 0.7287 0.2288 0.6034 

F 37.3177*** 106.5780*** 14.1868*** 58.2027*** 

 

六、空间溢出效应检验 

（一）空间双重差分模型设定 

传统 DID 模型的隐含假设是研究样本中的任何个体并不会受到其他个体处理与否的影响（个体处理效应稳定假设，Stable 

Unit Treatment Value Assumption,SUTVA），严格假设个体间相互独立（Rubin,1978)[33]。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高铁开通不仅

会对设站城市产生影响，也可能对周边区域产生影响，存在溢出效应，违反了 SUTVA 假设，传统 DID 模型所识别的因果效应将

会失效（Chagas et al.,2016)[34]，因此需要对模型进行进一步的拓展。国外一些学者对此进行了一些有价值的探索，Dubé et 

al.(2014）将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加入传统 DID 模型中，构建空间双重差分模型（Spatial-DID,SDID），发现 SDID 模型比

传统 DID模型能够得到更加一致的估计，因变量的空间自相关系数越大，SDID模型对政策效应的估计将会更加有效[35]。Chagas et 

al.(2016）在研究巴西甘蔗生产与秸秆焚烧对居民呼吸系统健康的影响时，考虑了处理组对非处理组的溢出效应，在传统 DID

模型的基础上增加了处理虚拟变量的空间滞后项，结果表明甘蔗生产量的增加在生产区域和附近区域都增加了因呼吸系统疾病

住院的人数，当忽略甘蔗生产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时，会低估甘蔗生产对生产区域本身的影响
[34]
。本文考借鉴上述学者的研究，

在式（2）的基础上构建双重差分模型的空间扩展形式，即空间双重差分模型（SD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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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W 为空间权重矩阵，用来表示样本个体间的空间联系；ρ 为被解释变量的空间自相关系数；δ 为其他控制变量的溢

出效应；λ为随机误差的空间自相关系数；β为高铁开通的溢出效应。需要注意的是，β测度的溢出效应不仅发生在节点城市

与非节点城市之间，而且发生在节点城市之间，在空间双重差分的情况下，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的总效应为 α+β。式（6）是

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的一般形式，根据几种系数矩阵是否为零可以将其分为三种空间计量模型：若 ρ=β=δ=0，则该模型为空间

误差双重差分模型（Spatial Error Model,SEM）；若 β=δ=λ=0，则该模型为空间滞后模型（Spatial Lag Model,SLM）；若系

数λ=0，则为空间杜宾模型（Spatial Dubin Model,SDM）。 

关于空间矩阵。本文选用了空间邻接矩阵，即相邻的空间单元之间具有显著的相互影响（W=1），不相邻的空间单元基本不

存在相互影响（W=0）。由于空间计量模型结果可能对空间权重矩阵敏感，本文在模型估计过程中还进一步考虑了基于地理距离

的空间权重矩阵，地理距离矩阵的元素由城市直线距离的倒数表示。 

（二）实证结果 

在进行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的估计前，需要对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相关性进行验证，本文借助 ArcGis10.2软件测度了长江经

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全局 Moran.sI 指数，全局 Moran.sI 指数可以考察城市生态效率的空间相关性和空间溢出效应。表 8 列出

了主要年份的测度结果，可以看出，Moran.sI指数均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城市之间生态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

关，因此在基准模型中加入被解释变量的空间滞后项是十分必要的。 

Hausman的检验结果显示，固定效应模型估计要优于随机效应模型，因此在进行空间计量分析时，控制了双向固定效应。表

9 前两列为基于邻接空间权重矩阵的 SLM 模型和 SEM模型的回归结果，空间滞后项的系数 ρ 为正且显著，说明高铁开通对城市

生态效率的影响存在溢出效应和扩散效应，且邻接的城市越多，这种溢出效应将越显著。核心解释变量 DID 的系数为正，且在

1%的水平上显著，这进一步验证了假设 1，即高铁开通同时具备“经济增长效应”和“污染减排效应”，促进了城市生态效率的

提升。SLM模型和 SEM模型的 LM检验和稳健的 LM检验均为显著，说明选用 SLM模型和 SEM模型都是合理的，因此需要进一步对

结合了两种模型的 SDM模型进行分析。 

表 9第 3—5列为分别基于邻接矩阵、地理距离矩阵和经济距离矩阵的 SDM模型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在控制了控制变量及

双向固定效应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空间加权项 WDID 的系数为正，且分别在 5%和 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高铁开通对区域生态效

率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促进了节点城市周边城市生态效率的提升。高铁开通产生了“同城化效应”，促进了区域要素资源的

优化配置，从而提升了周边地区的生产率以及资源利用效率，产生了正向的溢出效应。其次，高铁作为一种现代化基础设施，

其开通促进了中心城市“扩散效应”的发挥，促进了知识技术在空间内的溢出，有利于节点城市周边城市技术水平的提升，有

利于改善生态效率。 

表 8长江经济带生态效率 Moran'sI指数 

年份 Moran'sI Z值 年份 Moran'sI Z值 

2007 0.4541 8.2112 2013 0.4558 8.2573 

2008 0.4610 8.3354 2014 0.4842 8.7593 

2009 0.4092 7.4236 2015 0.4987 9.0157 

2010 0.4206 7.6262 2016 0.5087 9.1962 

2011 0.4530 8.2032 2017 0.4224 7.6687 

2012 0.4654 8.4225 2018 0.4345 8.3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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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Z值大于 2.56说明 Moran'sI值在 1%的水平上显著。 

表 9空间双重差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邻接矩阵 地理距离矩阵 经济距离矩阵 

SLM-DID SEM-DID SDM-DID SDM-DID SDM-DID 

DID 
0.0145*** 

（0.0053） 

0.0171*** 

（0.0055） 

0.0195*** 

（0.0057） 

0.0178*** 

（0.0056） 

0.0118** 

（0.0054） 

WDID   
0.0211** 

（0.0099） 

0.0763* 

（0.0394） 

0.0339**

（0.0168） 

ρ 
0.2404*** 

（0.0368） 
 

0.2557*** 

（0.0373） 

0.5516*** 

（0.0954） 

0.4608***

（0.0541） 

λ  
0.2574*** 

（0.0373） 
   

LM 272.147*** 444.763***    

LM-Robust 44.577*** 217.19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体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1296 1296 1296 1296 1296 

R-Square 0.5168 0.4809 0.5021 0.3559 0.6491 

 

七、结论与启示 

本文首先对高铁开通影响生态效率的理论机制进行分析，认为高铁开通将形成一种跨越区域界限的影响，这一影响可分为

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进一步地，本文基于 2007—2018年长江经济带 108个城市的面板数据，以高铁开通作为政策冲击，采用

经典双重差分模型和空间双重差分空间模型测算了高铁开通对城市生态效率的本地效应和溢出效应。双重差分模型以及一系列

稳健性检验的实证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正向的本地效应。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本地效应主要是通过技

术创新效应和产业结构效应实现的；空间双重差分模型的结果表明，高铁开通对城市生态效率具有正向的溢出效应，带动了节

点城市周边地区生态效率的提升。 

本文不仅仅关心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经济发展和污染状况的综合影响，还分析了高铁开通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并通过实证

研究进行了验证，深入剖析了高铁开通影响城市生态效率的内在机制和结果表现，是对以往文献的扩展和深入，从而对此问题

形成更多的思考。本文的研究结论隐含着一定的政策启示： 

第一，实证研究表明，高铁开通对节点城市及周边城市生态效率产生了正向的影响效应，产生了环境正外部性，虽然高铁

建设周期长、投资大，但为生态环境带来了福祉，促进了要素在城市间的流通，便利了居民的出行，盘活了旅游资源，应继续

完善高速铁路网络的运营和建设。 

第二，实证研究表明，高铁开通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带动了生态效率的提升。借助高铁网络，可以加快完善区域市场一

体化，削减要素流通障碍，整合区域内资源，强化各地区的专业化生产能力，实现产业更深层次的合理布局和结构升级，促进

节能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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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实证研究表明，高铁开通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改善了生态效率。应借助高铁网络，促进区域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在区

域内搭建各行业各领域的智库平台，借助便利的交通条件开展各项学术活动，促进知识技术的溢出。增强政府对企业自主创新

的引导力度，发挥企业的知识溢出效应，促进创新扩散，降低单个企业进行科技研发的风险，提高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进而提升城市整体的科学技术水平，改善生态效率。应发挥大城市的技术扩散效应，适当鼓励和支持人力资本向中小城市流动，

以就业补贴、住房补贴等形式引导人才流动，从而促进劳动力有效配置，有效缓解科技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促进区域间技术扩

散、人才交流和信息流动。 

第四，实证结果表明，高铁开通改善了节点城市周边地区的生态效率，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这也是本文研究的“意外收

获”。对此结果的合理解释为增长极的扩散效应抵消了虹吸效应，故应继续发挥大型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对于虹吸效应过度

的城市，实施必要的功能疏解，促进资源流入周边城市，避免“大而全”的产业分工，降低大城市功能的过度集中，按照比较

优势实行专业化分工，促进资源合理配置和能源集约利用，发挥高铁开通对生态效率的溢出效应。 

此外，本文发现财政支出、外商投资、环境规制等因素仍是影响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效率的重要影响因素，据此本文提出

以下建议：第一，政府应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科学教育支出，以疏通交通网络、促进科学技术进步，减少能源浪费，提升资源

利用效率，更好地发挥财政支出对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第二，长三角地区应依靠区位优势，增加对高质量外商投资的引进，

吸收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中上游地区应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引进制造业外商投资，改进生产技术和生产工艺，提

升资源利用效率，促进生态效率提升；第三，《长江保护法》的颁布和实施加强了长江经济带整体的环境规制强度，在此背景下，

长江上游、中游、下游地区应在区域间和区域内城市间加强合作，落实分摊环境治理责任，摒弃多点发力的做法，推进区域生

态环境共保共治，促进实现高层次的会晤和对话，借助河长制等政策手段，实现全流域环境治理的无缝连接，改善城市生态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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